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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美国斯坦福大学在科技成果转化中作为市场主体，通过技术许可办公室的市场中介作用，探索出一种双重角色下的科技成果转化市场机制，科技成果转化活动既遵循一般的市场机制，包括供求机制、竞争机制、价格机制、风险机制等，同时在具体运行中又维护了科研机构的公共使命，两者之间保持了必要的张力与平衡。这对中国促进科研机构科技成果转化、发挥市场机制在科技成果转化中的决定性作用具有重要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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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anford university is a market entity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chievements transformation. Through the market intermediary of the office of technology licensing, it has explored one market mechanism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chievements transformation under dual role which gives important enlightenment for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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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美国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被公认为世界上的领导者，“开创了硅谷高技术产业，其后在美国乃至世界孕育了一批在物理、生命科学领域具有巨大影响力的企业，斯坦福大学的技术转移成就显然改变了我们的世界。” [1]2016年是斯坦福大学成立125周年，其不无自豪地宣布：斯坦福创业企业每年给世界带来收入2.7万亿美元；1930年以来斯坦福校友和员工创办了3.9万个企业，创造了540万个工作岗位；如果聚合为一个独立国家，将是世界上第10大经济体。 
研究斯坦福大学科技成果转化的文献较多，Bradley等人[2]认为，此类研究多聚焦于大学的成果转化机构，诸如许可、创业等促进商业化的机制，以及转移过程模型等。国内的相关研究可概括为两类，一类着重于产学研协同创新[3-4]，一类以斯坦福大学技术许可办公室（Office of Technology Licensing，OTL）为对象[5-6]。但这些研究的问题是，如果仅仅强调技术许可办公室的作用，就会忽视大系统的影响和作用，正如斯坦福大学技术许可办公室[7]所言，成果转化毕竟依托于斯坦福大学的环境中；仅仅强调产学研协同创新，则容易忽视成果转化自身的内在机制和动力；着眼于成果转化的具体操作方法、程序并推广为统一的标准、尺度，则未免会犯“一把尺子量到底”的错误，不同领域的成果转化过程差距很大，比如研发软件和研发新药两者在进入市场的时间、成本以及可预期的短期结果都不同，为此，衡量成果转化的管理流程、标准等应“容纳这些不同，并具有相应的灵活性”。

科技成果转化是市场行为，必定遵循市场机制。本文将对斯坦福大学科技成果转化的市场机制进行总体探讨，以期从不同视角审视其成功的经验，为中国的科技成果转化提供借鉴。

2   大学作为科技成果转化市场主体

科技成果转化市场主体，是指在市场上从事科技成果转化活动，享有转化收益和承担相应义务的组织（或个人）。企业是科技成果转化活动中的市场主体，而斯坦福大学作为非盈利机构或公共管理学意义上的公共部门，能否作为科技成果转化的市场主体？这经历了观念转变和法律赋权两个过程。

首先是观念转变。大学可否从事商业活动，为经济目的去许可专利？这种商业行为符合大学的教育、研究使命吗？或者直接与上述使命冲突？简而言之，大学能否作为科技成功转化的市场主体这个问题在斯坦福大学经过了相当长时间的思考或辩论。

根据斯坦福大学技术许可办公室资深许可员Wiesendanger[8]的概括，反对的理由主要是3个：（1）催生利益冲突，诱导员工的研究偏向商业回报；（2）收取许可费将增加企业负担，导致产品价格更贵，削弱美国的竞争力；（3）大学大部分研发费用来自政府资助，实质上是来自于纳税人，纳税人应免费获得这种研发产生的产品。但更多人选择了赞成，支持大学进行专利许可的商业活动，主要理由是：（1）政府过去是基础研究的主要资助者，但资助越来越有限，大学需要另寻它途，而许可收入则可成为急需的、用途不受限制的经费来源；（2）美国的创新过去依赖大企业，现在则依靠充满活力的中小企业，大学是这些中小企业研发的重要源头；（3）许可常常是一项新专利成为产品的唯一途径，通过许可，企业获得了能保证收回投资的专利权利，为投资提供了动力；（4）大学研究人员分享商业回报将激励其花更多时间和精力协助进行专利许可活动。其他还有加强大学与产业界的联系、为研究生提供工作机会以及科技人员因实际的应用从而获得了新知、激发了新的思考方向等等。
促使观念转变的，除产业与经济发展对大学提出的急迫要求外，还有斯坦福大学的大力实践。其中一个突出例证是基因剪接（gene splicing）（重组DNA）技术的专利许可。该技术由斯坦福大学的Cohen教授和加利福利亚大学的Boyer教授发明，经过斯坦福大学技术许可办公室的不懈努力，1981年年底许可给73家企业后，一年便获得了140万美元收入。至1997年专利到期，该许可创造了40亿美元的市场，引领了美国生物技术产业的发展。该技术许可既为斯坦福大学（包括科技人员）带来了收益，也为美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有力证明了大学从事科技成果转化市场活动的必要性、正当性。

其次是法律赋权。1980年，美国颁布了《拜杜法案》（The Bayh–Dole Act or Patent and Trademark Law Amendments Act），该法案被认为可能是20世纪后半期美国颁布的最有激励性的法案，“与1984年修正案、1986年增补案一起，该法案打开了纳税人资助的实验室产生的发明与发现的枷锁。最重要的是， 这一项法案措施帮助扭转了美国急剧跌向与（当今）产业发展无缘的趋势。” [9]
拜-杜法案出台的背景是，美国经过20世纪70年代经济衰退之后，在科技创新方面大有被日本、德国超越之势，大学有识之士忧心忡忡，恳请参议员Bayh关注。同时，根据美国以往做法，大学等机构受到政府资助的研究，不拥有专利所有权，因为政府资助经费来自于纳税人；大学等机构可以申请专利所有权，但审批程序极为繁琐。当时美国专利与商标办公室积累了2.8万件专利，但束之高阁，没有带来任何经济价值，也有人说只有5%得到许可转让。2010年《拜杜法案》颁布30年之际，Bayh在接受采访时指出，当时推动《拜杜法案》的考虑就是把大学发明与私人企业（小企业）结合起来，赋予大学发明所有权，发挥市场利益驱动的作用[10]。《拜杜法案》代表了美国政府创新政策的根本转变，但正如有人评论说，该法案其实也很简单，就是明确了谁拥有和管理大学发明、谁应分享成功的果实[11]。
《拜杜法案》通过赋予发明所有权，为大学发挥科技成果转化市场主体作用提供了法律保证，极大地促进了美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科技成果转化。 Wiesendanger[8]指出，该法案有力推动了大学的专利许可，斯坦福大学自此后发明披露的数量迅速成倍增长。据统计，《拜杜法案》出台前，美国只有23所大学设有技术许可办公室，但从1983年开始急剧增加，目前所有主要的研究机构都有技术转移机构。而根据美国大学技术经理人协会（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Technology Managers，AUTM）[12]发布的2015年度材料，仅仅1980年至2002 年之间，美国大学产生的专利10倍以上增加，创业企业超过2 200家，创造26万个工作岗位，每年为美国经济创收400亿元。“除了推动国家经济发展，《拜杜法案》产生的能量根本上改变了公众关于大学技术转移重要性以及创收支持大学研发的重要性认识。” 
3  技术许可办公室作为科技成果转化市场中介

斯坦福大学技术许可办公室最新发布的2014—2015财年报告以“变化”开篇，介绍了其自1970年成立至2015年45年间发生的变化：斯坦福大学技术许可办公室刚成立时，还没有《拜杜法案》，美国政府管理部门还没有统一的专利政策；而今，美国政府要求大学技术更加有效、迅速地向企业尤其是初创企业转移，增强美国的企业家精神；1970年，技术许可办公室仅有2名工作人员，如今达到了47人；1970年，只收到了18件发明披露，如今每年处理的发明接近500件；成立之初第一份许可收入是5 000美元，如今许可费收入已累计达到17.7亿美元，其中分给学院、系、发明人三者合计9.45亿美元，等等。斯坦福大学技术许可办公室在直面变化与挑战的同时坚持3个不变的基本理念：与发明人和被许可方保持良好关系这一成功的关键；尽可能多地进行许可，推动科技成果向企业转移；在大学环境里保持灵活、合理和商业化。

斯坦福大学技术许可办公室提出,其宗旨就是在发明人与企业之间建立联系，而其与斯坦福大学发明人、外部企业建立的紧密关系为他们加快成果转化、造福社会提供了特有的机会。就与发明人的关系而言，一旦发明人向许可办公室提交发明披露，许可办公室就会委派一名许可专员，从发明评估、专利申请、市场营销、许可谈判、许可后过程管理直到许可收入分配等所谓“从摇篮到坟墓”全过程，与发明人保持紧密联系。即便是许可专员在物色许可企业时，也尊重发明人的意见，因为研究表明，超过70%的专利成功许可给了发明人接触过的企业。就与企业的关系来说，一旦专利许可协议签署，许可专员就会跟踪联系，帮助企业解决专利实施中的问题，确保专利转化为产品。

斯坦福大学技术许可办公室把专利许可称之为播种，提出今天播下的种子就会成为明天的产品。尽管只有大约四分之一的发明披露得到专利许可，而专利许可中大部分收入不高，但许可办公室仍然会花大量的时间和努力去处理这些产出不高的发明披露和专利许可，而假如是第三方代理则可能不会这样做。 Wiesendanger[8]在回顾许可办公室的历史时解释了为什么要“广种薄收”。一是大学的成果常常处于商业的早期阶段，难于从一开始就作出先见之明的判断，如果仅仅聚焦于显见的赢家，就会不可避免地犯下致命错误。比如Chowning教授发明的导致电子音乐革命的算法（FM Sounds），许可办公室花了4年时间寻找许可企业，而在许可给雅马哈公司后，Chowning教授又花了7年时间与公司合作才推出面向市场的产品。二是作为斯坦福大学的一个部门，许可办公室有责任为所有有创新思想可以商业化的斯坦福教职员工服务。三是如果轻易放弃没有明显商业价值的发明，就会打击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导致发明披露大量减少，错失伟大发明的机会。

灵活、合理和商业化三者密切关联，而其核心是商业化，其目的是把发明推向市场。斯坦福大学技术许可办公室创始人Reimers一开始就为成功的专利许可确定了4个关键因素：专注于发明的市场营销；赋予许可专员高效工作的权责；专利申请业务外包给律师事务所；为发明人提供激励。许可办公室的许可专员既有科学或工程的学历，也要有企业工作最好是市场营销的经验。在许可办公室进行专利许可的过程中，市场营销和协议谈判至关重要，为达成有利于专利后续实施的协议，许可专员具有较大的自主权，可以灵活地、合理地确定许可价格、方式等。

斯坦福大学技术许可办公室的3个基本理念及实践，使其真正发挥了市场中介的作为，在科学与产业之间架起了桥梁，使科技成果直通市场。与科技成果转化的第三方模式不同，许可办公室作为斯坦福大学的一个部门，了解大学的文化和科研人员的特点，有利于针对不同科技成果制定不同的转化策略，加快成果的转化与应用；与科技成果转化的行政模式或法务模式相比，正如Wiesendanger[8]所说，行政模式关注管理程序与责任，法务模式关注发明专利安全，而斯坦福大学的技术许可办公室模式则更多关注市场营销，把主要精力聚焦于科技成果的商业化上。

4   双重角色下的科技成果转化市场机制

大学首先是公共机构，但同时又是科技成果转化中的市场主体，在这种双重角色下，斯坦福大学的科技成果转化活动既遵循一般的市场机制，包括供求机制、竞争机制、价格机制等，同时在这些机制上又体现出鲜明的特点。

首先从供求机制来看。在斯坦福大学科技成果转化市场机制中，大学是供给方，企业是需求方。作为供给方，斯坦福大学供给的是专利，但这种专利不是大学科技人员的发明披露，而是经过技术许可办公室与科技人员一起加工过的专利或许可。在Wiesendanger[8]看来，斯坦福的发明是原材料，许可办公室的许可技能和努力是其使用的资源，带来商业销售、产生使用费收入的许可就是大学的产品。从这个角度说，斯坦福大学的专利一旦许可给企业了，斯坦福大学在科技成果转化中的使命也就完成了，因为其后续的企业运作属于另外的商业环境，“并不由我们（大学）控制”。当然，现实中，斯坦福大学并没有在许可实施完成后与企业的联系戛然而止，为了保证发明真正成为市场上销售的产品、造福社会，技术许可办公室的许可专员会根据许可协议继续跟踪企业产品研发进程，监督其商业计划书实施进展。

其次从竞争机制来看。斯坦福大学公平、公开地对待潜在的被许可方，即便是许可给大学创业企业，所有的商业交易包括许可谈判、最后的许可协议等，都保持公平交易。同时，斯坦福大学力求广泛地把所有技术推销给对这些技术商业化感兴趣的企业。如果有几方对一个许可感兴趣，大学可能授权非独占许可或者是限定领域应用的许可；如果不能满足所有感兴趣的各方，会许可给最有承诺并且能够把技术带进市场的企业。大企业常常有资源、商业网络和产品研发经验，但可能缺乏对技术的全身心投入；小企业专注，有追求技术冠军的激情，以及推动技术进步与渴望成功的动力和积极性，但缺乏梦想成真的经验和资源。“为了选择最好的被许可方，技术许可办公室会评估哪个企业对发展技术并推向市场具有最大优势。”[13]企业被要求提出发展计划书，详细说明他们如何发展和推广技术，从而确定哪个企业及其领导层是一个发明商业化的最佳选择。

同样，斯坦福大学科技成果转化的价格机制也有其特点。首先，从获取更多许可收入反哺科研的角度看，当然是许可使用费越多越好，但为了真正把技术推向市场，具体许可的交易并非仅仅来自于竞争的“价高者得”,因为“与单纯的费用考虑相比，发明进入市场的回报更有意义。”事实上，许多许可并没有实质收入，而一项研究也表明，美国大学所有许可中收入超过1百万美元的少于1%[14]。一件许可的费用一般包括前期签约费（up-front issuance fees）、根据销售产品的提成费（earned royalties）、维持许可的最低年费（minimum annual payments）,有时还有分期付款（milestone payments）。根据Wiesendanger[8]的介绍，为达成对双方互利的许可协议或双赢交易，在许可价格的结构上会有多种选择，如创业企业常常现金有限，可能就减少签约费换取更高的提成费，或者延迟分期付款，或者以股权代替。

市场机制还包括风险机制。大学科技成果常常处于商业化的早期阶段，能否走向市场充满不确定性，因此需要充分的技术分析和市场调研，增加许可的成功率。同时，对于投入大、周期长的许可，允许独占性许可。斯坦福大学技术许可办公室在其2014—2015财年的报告中也讲到了2011年颁布的《美国发明法》（America Invents Act）由发明优先（first﹣to﹣invent）转换为申请优先（first﹣to﹣file）带来的风险：因为大学的发明处于早期阶段，很可能在专利过期之前很少有产品上市，致使收益抵不上支出，因此现在只对在申请专利后能够10～15年内产生商业成果的技术才申请专利保护。

从以上可以看出，斯坦福大学的科技成果转化市场机制既遵循了市场规律，同时在具体运行中又注重维护公共机构的使命，两者之间保持了必要的张力与平衡。2006年夏天，斯坦福大学研究主任Bienenstock[15]召集10所大学等机构的研究管理人员、专利许可负责人，就大学技术转移涉及到的社会、政策、立法以及有关议题进行了一次“头脑风暴”，强调在大学技术许可过程中保持这种张力与平衡的重要性，在满足企业需求和追求大学发明价值的同时牢记公众的利益，为此要考虑9点：第一，大学要保留自行实施以及允许其他非盈利机构和政府组织实施被许可专利的权利；第二，独占许可应鼓励技术发展与应用；第三，尽量少许可被许可发明的未来改进内容；第四，大学应预见和帮助管理技术转移相关的利益冲突；第五，保证研究工具的广泛使用；第六，法律诉讼要仔细考虑；第七，注意出口管制；第八，注意与专利收集者（patent aggregators）合作的后果；第九，考虑增加满足以下需求的条款，如被忽视的人群或区域，发展中国家需要的改进治疗方法、诊断方法和农业技术等。
5 对斯坦福大学科技成果转化市场机制的论辩

斯坦福大学科技成果转化市场机制被充分认可（美国许多大学采用了这种模式）的同时，也有不同的声音。考夫曼基金会（Kauffman Foundation）时任研究与政策部门的副会长Litan和时任促进创新部门的副会长Mitchell[16]于2009年8月17日向美国商务部有关部门提交了一份关于美国大学科技成果转化的备忘录，此后又在《哈佛商业评论》（Harvard Business Review）2010年1-2月刊发表了《从实验室到市场的更快路径》。两人认为，那些商业化的发明并没有足够快地进入市场；技术转移办公室无效率、碎片化是发明市场化的瓶颈；只有发明人才能作出商业化的正确选择。

美国大学技术经理人协会会长Pradhan [17]代表协会理事会致信商务部，对上述观点进行了反驳，指出：大学不是市场产品的发展者、制造者和营销者，发明被许可后的市场化进程由企业主导，是企业和政府管理机构决定了产品投入市场的快慢，尤其是医疗产品；大学技术转移机构的存在是确保科技成果转化为有益社会的产品，并非仅仅产生收益，仅仅以收入为标准判断其成效没有意义，而在各个大学技术转移机构之上建立机构进行集中管理，将丧失多样性、灵活性，难以反映大学作为公共机构的优先需求；大学发明人与该大学技术转移机构保持密切、持续的合作关系最能促进技术转移，而割裂这种关系由大学发明人自行其是，将导致现行有效的机制失灵，限制大学通过技术商业化造福公众的能力。大学技术经理人协会最后指出，Litan、Mitchell两人的提议是开历史的倒车，将损害若干年来取得的进展。凯斯西储大学（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研究与技术管理副主任Coticchia[18]也致信美国大学协会，用事实批驳了Litan、Mitchell两人的观点，指出两人将大学发明的控制权授予个人是误导，不理解大学技术转移运行机制的性质与重要性，“他们的提议与管理知识产权的现存已久的原则相矛盾，将损害大学带给公众的基本福利”。

Litan、Mitchell两人未能深入了解双重角色下科技成果转化市场机制的特点，将该市场机制完全等同于一般的市场机制，这种观念其实斯坦福大学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就通过辩论予以了否定。当时，斯坦福大学成立了资产管理性质的斯坦福管理公司（Stanford Management Company，SMC），是否把许可办公室纳入该公司管理成为争论的话题。如果许可办公室成为斯坦福管理公司的一部分，经济效益就会成为首要考虑因素，双重角色下的科技成果转化机制就会失去张力与平衡，沦为一般的市场机制，许可专员将仅仅关注那些有明显商业潜力的发明，忽视斯坦福大学作为公共机构的使命，达不到《拜杜法案》关于为公众应用和福利而转移技术、不是为大学创造财富的立法目的和意图。“斯坦福决定不把产生收入作为许可办公室的首要使命，因此没有将许可办公室纳入斯坦福管理公司。” [19]
6 若干启示

斯坦福大学科技成果转化市场机制对中国目前正在大力推进的科学技术研究机构（本文指政府支持的科学技术研究机构，包括大学，以下简称科研机构）科技成果转化、发挥市场机制有如下启示。

6.1 完善科研机构科技成果转化市场机制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对科研机构科技成果转化的市场机制进行了深入探索，尤其是近年来赋予科研机构对科技成果的处置权、收益权，从法律制度上确立了科研机构在科技成果转化活动中的市场主体地位。但目前，中国的科研机构对自身在科技成果转化中的市场主体地位，在观念上的认识与转变还有待进一步深化，对科技成果转化市场机制的规律和特点还需要进一步探索，并有待从制度上进一步完善。社会较多关注科技成果转化效率和转化过程，对科研机构科技成果转化市场机制这个带有基础性、根本性的问题，还有待进一步从市场经济与公共管理的角度进行研究和认识，并提出针对性的科技成果转化政策建议。

6.2 深入认识科研机构在科技成果转化市场中的角色定位

市场机制需要明确的社会分工。科研机构作为市场主体，在科技成果转化中的定位是科技成果的供给方，其通过市场机制完成科技成果的交易，就意味着其对科技成果转化的使命已基本完成，因而市场经济中，科技成果转化对科研机构来说，某种意义上也意味着科技成果交易。因此，有人提出了用知识产权交易率取代科技成果转化率的观点[20]。当然，在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现阶段，并不排除科研机构适当延伸市场主体定位，如投资入股创办企业等，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与成熟，科研机构应逐步回归科技成果供给者的市场主体定位，而科研机构创办的企业要发展壮大，也必须厘清与科研机构的关系，逐步成为社会上独立自主发展的企业。

6.3 健全科研机构从事科技成果转化的组织体制

目前，中国的科研机构缺少像斯坦福大学技术转移办公室这样的科技成果转化组织体制安排，全所动员、全员参与，不但科技成果转化成效不大，也严重影响了科技创新；也有一些科研机构将科技成果转化工作集中于某一部门，但因仍然采用传统的行政运作机制，难以在市场经济中发挥市场主体作用。中国新修订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第17条第2款规定：“国家设立的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应当加强对科技成果转化的管理、组织和协调，促进科技成果转化队伍建设，优化科技成果转化流程，通过本单位负责技术转移工作的机构或者委托独立的科技成果转化服务机构开展技术转移。”该规定对科研机构健全科技成果转化组织体制提出了明确要求。因此，总结国内外有益的实践经验，健全科研机构科技成果转化组织体制，既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也能有效规制科技成果转化中的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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